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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衣下裳制的符号学意蕴及其影响

刘 静 轩
(郑州大学 美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上衣下裳制是缘于古人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一种服装形制，是中国古代服装中最基本

的、最正统的形制，其产生于黄帝时代，在周朝得到发展，到了汉朝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弘扬，形成了完备

的汉服体系，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延续传承了数千年。上衣下裳制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服

饰领域的物化表现，具有深刻的符号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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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装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深
衣制、襦裙制等。其中上衣下裳制是最基本、最正统的

形制，其产生于黄帝时代，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延续传承

了数千年，成为华夏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衣下裳

制作为历史上最能代表华夏民族思想特色的服装形

制，是卜筮文化向人文文化的迈进，具有一定的符号学

意蕴。
一、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历程与上衣下裳制的影响

黄帝时代有许多发明创造，在服饰方面是发明了

“衣”和“裳”。古代文献中关于黄帝创制衣裳的记载

很多，如《周易·系辞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盖取之乾坤。”［1］(P344)《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

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

万民故免存亡之难。”［2］(P7)《集解》引《九家易》曰:

“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

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

含物也。”［3］(P240)《周易·说卦》曰:“乾为天……坤

为地。”［1］(P357)这些都是说黄帝之前，没有衣裳，至

黄帝时代，创制了衣裳，是效法天地、受乾卦与坤卦的

启发仿其形体而做。这里的“衣裳”就是指中原———汉

民族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4］。的确，将乾坤两卦上下

叠放就可以看出上衣下裳的基本轮廓。法天地仿乾坤

的上衣下裳制是缘于古人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一种

服装形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

有限的原始社会时期，对赖以生存的天地产生敬畏和

崇拜心理是普遍现象，这种心理和信仰必然反映到如

陶器、玉器以及服饰等人类制造的器物上。这些承载

着一定思想和心理的器物就成为一种符号，上衣下裳

制也是这样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是希望人们穿

着效法天地仿乾坤两卦而制成的上衣下裳，从事各种

活动，能使当时的社会呈现一种像天地运行一样有规

有序的状况。利用服装装扮成一定的角色，以求达到

驱鬼、辟邪、祈福等人的意愿的实现，这在中国古代是

一种普遍的巫仪形式，是远古时期傩文化的早期表现。
上衣下裳制在这里也是一种愿望的表达，反映出

中国古代先民的一种信仰，即相信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的符号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有某种联系，符号使它们

彼此连接而产生感应，这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

感应”思想在服装形制上的一种表现。
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始祖文化，黄帝时代创立

的上衣下裳制被其后历代华夏族继承，在中国古代社

会传承数千年直至明清时期。夏代服饰承继了黄帝时

代创制的上衣下裳制，建立了以帝王的祭服———冕服

为中心的服饰制度。夏代服装与黄帝时代的服装同样

具有对天地的尊崇和对乾坤秩序追求的特色。夏朝的

官吏有“百吏”，主要官吏是掌畜牧、膳食、车服等事的

官吏。《礼记·明堂位》记载了夏代祭祀舞蹈《大夏》
的舞服“皮弁素积……”即是上衣下裳制。商朝蚕丝业

获得较大发展，服装制作也更加精细了。殷墟妇好墓

出土的玉人清楚地显示出商代服装的基本形制依然是

上衣下裳制。西周时期服饰制度正式成为礼仪制度的

一部分，也成为人们阶级地位的标识。西周时期仍以

上衣下裳为主，衣裳的款式不变，但逐渐变宽。东周时

期，出现了深衣，深衣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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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深衣将上衣、下裳分开裁剪，以示遵从了上衣下

裳制，然后再缝合在一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

将其他六国的车旗服御一并兼收，并且也承继了上衣

下裳制，例如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即是上衣下裳制;另

据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显示，秦朝武士穿的半长衣

仍属深衣之类。汉朝的礼仪制度是依据夏商周三代礼

仪制度所制定的，上衣下裳制在继承之列。汉以后的

各个华夏朝代均宗法汉，把继承汉衣冠视为国家大事，

汉人、汉族、汉服等称谓也产生于这个时期。魏晋南北

朝时期，尽管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上衣下裳制依

然存在，但服装渐渐趋向宽大。
隋朝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

王朝，结束了中国自西晋末年以后近三百年的分裂局

面，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将华夏服饰文化远播各地，使

上衣下裳制为更广大地区的人们所认识。唐朝服饰广

采博收，不仅承袭了中国历代冠服制度，而且兼容并蓄

北方少数民族以及亚洲、欧洲诸国的服饰文化的精髓，

反映出唐朝服饰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独一无二的开放

性特征，无论男装还是女装都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影响。
唐朝服装虽有许多变化但仍然保留了上衣下裳制，例

如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口、袖
口、衣裾边缘加贴边，前后身先是直裁，然后在前后襟

的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以示其没有背离上

衣下裳制。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艺术最繁荣的

朝代之一。宋朝服装总体上上注重尊古复古，服装典

章制度基本沿袭周礼与历代服制，所以上衣下裳制自

然也被继承。明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执掌朝政的封建王朝，明朝重视

华夏传统文化礼仪，这使明代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制

定服饰制度最为全面、最为严格的朝代。明朝上采周

汉，下取唐宋，全面恢复了汉服上衣下裳制等鲜明的民

族特色，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辉煌时期。清朝是满

族依靠武力入侵建立的政权，统治者采用暴力手段强

制推行满族服饰，但由于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引

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继而有了后来略显让步的《十从

十不从》，使汉族服饰的基本形制得以继续在一定范围

内保留。今天的人们仍可以从戏剧舞台上以及和尚、
道士等的服装上看到上衣下裳这种中国古代服装的基

本形制。
从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历史可以看到，黄帝时代创

制的上衣下裳制成为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代服

装的基本形制。这种上衣下裳制随礼仪制度在周朝得

到完善，到了华夏文化大发展的汉朝得到进一步完善

与弘扬，形成了完备的汉服体系，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汉朝以后至明朝的各个华夏朝代均将继承汉

衣冠弘扬华夏服饰文化作为国家大事，对华夏衣冠的

认同成为华夏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二、上衣下裳制是“天人合一”思想在服饰领域的

物化表现

葛兆光先生认为:“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

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等等之中，传达给他人……”
［5］(P5)上衣下裳制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在

服饰领域的物化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是上衣下裳制

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是

中国古代产生的延续至今的华夏民族独有的宇宙观，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影

响深远的重要命题，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均有深刻

影响。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把人和自然看作一

个有机整体，认为天与人是统一的、和谐的、相互融合

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认为天与人是一个整体，而

且认为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可

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例如，八卦是中国

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中国流传甚广，八卦

的基本模式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由八卦衍化

出的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将天、地、人紧密相联，显

示出天、地、人是不可分割的思想观念。从爻位来看，

每一卦的六爻，上两爻象征天，下两爻象征地，中间两

爻象征人，天、地、人合一，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

现。从卦爻辞来看，都从不同方面说明“天人合一”的

道理。八卦的创立就是效法天地，依据的法则即是“天

人合一”。如《系辞传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

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P343)

黄帝时代创立上衣下裳制也是效法天地，具有朴

素的“天人合一”思想。效法天地的上衣下裳制是欲通

过效法天地，将天地的自然秩序折射到人类社会中，通

过上衣下裳制连接天地秩序与人类社会的秩序。中国

进入文明社会后，继承了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成果，在此

基础上不断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更加成熟、完

善，经过儒家、道家的阐释与演绎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和

更深刻的含义。儒家认为“天人合一”，重在“天人合

德”，强调“德配天地，参赞化育”。道家认为“天人合

一”重在“以人合天”。虽然儒家、道家的阐释略有所

异，但共同之处是均赞同“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即人

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和谐。
《周易·说卦传》曰:“昔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

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1］(P354) 这

里虽将天、地、人并列而论，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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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之道;但又认为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却又

是相互对应的，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相互联系关系，是

不应割裂和对立起来的。天、地、人的顺利运行都要遵

循“道”，即自然规律。但天地是自在自为的客观存在，

无所谓违背自然规律，而人却会有违背自然规律的思

想和行为从而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这里就是对人的

劝诫，要求人之道要合乎天地之道。在儒家看来，天是

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在道家看来，天人本是合一

的。但由于人的各种欲望，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

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所以，要解放人性，使人复归

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钱穆先生说过，“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

最大的贡献［6］。金岳霖先生也说:“最多、最广意义的

‘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客体融入主体，坚

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

不二的状态。”［7］季羡林认为:“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

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

的思想。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

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8］

法国哲学家施韦兹在其著作《敬畏生命》中认为中国的

“天人合一”思想是“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

了人类的生态智慧［9］(P215)。“天人合一”思想以其

朴素的合理内核，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经久不衰，

因此，承载这些思想的相关符号例如上衣下裳制才得

以在其作用的文化圈中长期存在和流传。
三、上衣下裳制的符号学意蕴

瑞士符号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由“能指”( 指符号

本身)和“所指”(符号蕴涵的意义或象征) 组成。这是

说一个事物之所以能成为符号，必须有一定的象征意

义以及具体的形式，用其形式来承载和表征其意义或

象征。上衣下裳制以其具体形制承载和表征着“天人

合一”的思想内涵，象征着黄帝法天地仿乾坤制衣裳的

神圣性与合理性。
《周易·系辞上》“制器者尚其象”［1］(P339)，即指

古人创制器物时推崇卦象，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器遵

循的一个重要取向。黄帝创制上衣下裳制，是尚天地

之象，仿乾坤之卦象，因此，上衣下裳制成为观念的产

物，与天象、卦象相应，以求穿着者能够趋吉避凶，上衣

下裳遂成为沟通天地人的中介。乾坤两卦居于八卦之

首，在八卦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自然界和

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由此可见，黄帝时代

华夏先祖对服饰的重要作用感悟之先行与深刻。从

“观物取象”创立八卦到“制器尚象”，通过对自然、生

活现象的观察，创造出有象征意义的“易象”，最后达到

用具体形象表达思想和梳理天人关系的目的。黄帝

“尚象制衣”使上衣下裳制成为一种符号，用来调整人

与天地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服饰已经

不仅仅是满足当时人们生活需要的物品，更重要的是

成为人与天地对话的手段，人们利用服饰来表达敬天、
法天的愿望和普遍的心理诉求。上衣下裳制表达了黄

帝时代人们渴望得到天地庇佑的愿望，以及实现天人

和谐的最终目的，承担起符号的功能。上衣下裳制的

符号功能在进入文明社会后，被夏商周三代继承，并在

周代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被后世代代传承，形成

了独特的中国古代服饰符号体系的基础。
德国符号学家卡西尔认为，创造与运用符号是人

的基本特征，符号是观念性的、理想性的存在，具有能

被感知的形式。有了这种符号的功能，才使人脱离了

动物界升华为“人”。卡西尔甚至认为，符号伴随着人

类的几乎所有的活动，人类意识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

将世界不断符号化的过程，人类文化也是借助于符号

才能得以形成和传播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创造和使用

符号的历史。卡西尔深刻指出:“如果没有符号系统，

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

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

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10］(P35) 黄帝时代虽

然生产力仍显落后，但华夏先民也在寻找通向理想世

界的道路，上衣下裳制就是这样一种寄托了黄帝时代

华夏先民理想的“符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符号连接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使其能相互感应，借助天地的有序

性起到整理社会秩序的作用。产生于黄帝时代的上衣

下裳制不仅体现了当时华夏先民崇拜天地的文化特

点，而且表达了当时华夏先民对社会秩序的殷切希望。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符号，实际上华夏

先民们赋予了它极其深刻和神圣的含义。可以说，上

衣下裳制作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意蕴与思考。
服饰的符号作用在西方近现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中

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

号学与服饰符码》一书中，以符号学理论为背景，对时

装杂志中有关服饰的文字描述做了深入的研究，直指

服装背后的符号意义和象征价值。意大利符号学家安

贝特·艾柯认为，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事物和现象也要

转换为符号才具有价值，因为只有当事物转换为符号

时才可用于交流，文化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建立。服饰

作为人们用来完成某种信息传达的符号工具拥有双重

身份，它既是实体，又是符号，是传达某种特定信息的

媒介和载体。法国诗人、美学家波德莱尔在其名作《现

代生活的画家中》用“一副时装图”做参照，论述了“时

装的现代性审美特征”，提出了著名的“现代性概念”，

并对服装的象征意义和符号意蕴进行了研究和表达，

时装成为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参照和象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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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玛里林·霍恩认为服饰是传递一系列复杂信号

的符号语言，最能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但所有这些比起黄帝时代对服饰符号意蕴的朴素感悟

应该是迟到了许多。
礼仪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符号化互动行为。

在古代的礼仪活动中，服饰是礼仪活动中的“重器”之

一。中国古代的服饰礼仪制度，详细规定了人们在何

种场合应该穿何种衣服。礼仪活动的参加者按照规定

穿着不同的服装，其身份地位从服饰上可以一目了然。
服饰作为一种符号，以最直观的方式、最快捷的速度，

显示着穿着者的性别、民族、身份、等级等信息，可以

说，服饰的符号功能在黄帝时代以及以后各朝各代的

各种礼仪活动中得到充分显示。
中国古代史上虽然朝代更迭频繁，每次改朝换代

都要“改服制、易服色”，但上衣下裳制却一直没有改

变，被华夏族建立的历朝历代所遵从。深衣的出现，看

似对上衣下裳制有所动摇，实际上反证了上衣下裳制

的不可违背。深衣本来可以采用简单的上下通裁的方

法，但为了遵守上衣下裳制的规定组合方式，在剪裁时

依然是先行分开，然后再进行缝合。可见，上衣下裳制

自其产生就成为一种意义明确的符号，寄托着华夏先

民的希望，即将天地运行有序的状态折射到人类社会，

它直接反映着人们的思想，以物化形态和符号形式表

现其含义，并通过在祭祀活动和其它活动中人们的穿

着发挥其符号作用，向社会传递着人们规定和附着在

它身上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同一文化圈中被传播、传

承。上衣下裳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几千年，以其稳

定性、持久性创造了世界服饰史上的奇迹。
索绪尔在论述语言符号时曾谈及了符号的稳定

性，认为符号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区别事物，

如果符号失去了稳定性，人们对于一个符号就可能产

生不同的理解，其区别事物的作用就消失了，符号就失

去了其作为符号的作用。文化的学习、传播、继承不仅

需要借助于语言符号，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

非语言符号的，例如建筑、服饰等均是这样一些非语言

符号。这些也可以说是物化的文化或符号，具有较强

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

这些文化传统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其民族历史的进程中代代传承，不断衍化更新，植根

在人们的心里，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

伦理、道德和行为，因此，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与符

号体系，符号一旦形成就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不易随

便地发生变化。符号一旦形成进入一定社会的文化系

统，就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符号存在的文化基础的

稳定性决定了存于其中的符号的稳定性。“天人合一”
思想的合理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是上衣下

裳制长期存在的基础。
由上观之，以上衣下裳制为基本形制的华夏服饰

体系即汉服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

区别于其它服饰体系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形制，更在于

其蕴涵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透露出的崇尚自然神

韵，其显示的人、服饰与环境、自然的协调互动，将中国

古代服饰的灵动、和谐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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